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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上海市中心城区中山公园中 9 个不同配置的植物群落, 通过 1 年内连续监测空气负离子浓度,

分析得到了各群落中负离子的变异格局, 并探索了不同群落结构、不同郁闭度、周边水体等因素对空气负

离子浓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山公园不同群落类型负离子浓度大多在 200 ~ 700 个/cm3, 日变化呈单峰

形, 1 年内在 7 月至 10 月间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程度较大; 群落结构与负离子浓度的关系大致为草 > 乔

灌 ≈ 乔草 > 乔灌草, 群落结构越复杂, 负离子变异性越小; 负离子浓度变异系数与郁闭度间呈负相关关

系, 即郁闭度越高, 群落中空气负离子浓度的变异系数越低, 在每日植物发生光合作用的 7:00 ~ 19:00, 植

物郁闭度与负离子浓度变异系数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 此外, 城市公园中常见的静态水体对负离子浓度的

影响不显著. 可为城市公园中营造适宜健康的植物群落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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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the variation patterns of air anions in nine plant communiti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in  Zhongshan  Park  of  the  central  city  of  Shanghai;  the  air  anion

concentration was monitored continuously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In addition, we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community structure, canopy density, and the level of surrounding

water —on  air  anion  concentr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ir  anion  concentration  within

different community types was mostly between 200 cm3 and 700 cm3, and the daily variation showed a

single  peak.  Air  anion  concentration  remained  at  a  high  level  but  fluctuated  significantly  from  July  to

Octob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air  anion  concentration  was  roughl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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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s: herbage > arbor with shrubs ≈ arbor with herbage > arbor with shrubs and herbage; in general,

the  more  complex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less  the  air  anion  variability.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an  variation  of  the  air  anion  concentration  and  the  canopy  density,  implying

that higher canopy density values we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mean variation of the air anion concentration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 Th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cam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daytime, between 7:00

to  19:00,  when  photosynthesis  was  ongoing.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static  water  on  the  anion

concentration was not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basic data and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plant communities in urban parks.
Keywords: urban park;   air anion;   plant community;   spatial variation

 

0    引　　言

城市中的森林和绿地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是休闲和娱乐的场所, 同时具有降尘灭菌、固

碳释氧、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和改善区域小气候等生态功能[1]. 特别是, 森林和城市绿地区域是城市环境

中空气负离子浓度较高的区域, 通过植物的生理作用, 释放空气负离子到大气环境中, 包括光合作用、

尖端放电等形式, 这些空气负离子能够吸附污染物, 改善空气质量, 对居民健康起到重要作用[2-4]. 空气

负离子是指带有负电荷的气体分子和轻离子团 [5]. 与空气中的其他分子相比, 如 CO2 分子, 氧分子具

有更强的亲电性, 同等条件下, 氧分子将优先于空气中的其他分子获得电子, 形成负氧离子[6-7]. 一般认

为, 自然形成和人为产生是负离子的两种来源 [8]. 形成负离子的反应机制主要可以概括为电离作用、

Lenard 效应、植物的尖端放电和光电效应等机理 [9-12]. 空气中的负离子被称为空气的“维生素和生长

素”, 在医学健康、环境卫生、工农业、生态旅游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功能 [11]. 空气负离子含量是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家林业局在 2013 年 9 月发布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 (2013—

2020 年)》就将负离子列入其中[13-14].

大气负离子由许多自然和人为的原因产生, 并且不同的环境场所下, 负离子浓度差异很大 [15]. 不

同的气象条件, 如天气、土壤、污染物水平, 不同的时间、地点和高度都有着很大差异 [16-18]. 研究发现,

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具有较明显的地域变化, 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19-21]. 在城市大功能区中, 王洪俊

等[22] 研究城市不同功能区之间的显著差异, 结果显示城市绿地中空气负离子水平为最高, 城市街道最

低; 城市不同功能区中空气清洁度差异显著, 城市绿地中空气质量最佳的城市绿地可提高空气中的负

离子浓度, 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潘剑彬等[23] 通过对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的典型群落环境的空气负

离子浓度进行监测, 发现空气负离子在复杂植物群落中的浓度要高于简单植物群落, 产生的效果在高

于单层群落的结构中更为显著. 周德平等[24] 在闾山国家级森林公园中研究发现, 不同植被类型的负离

子平均含量为阔叶林最高, 其次是混交林, 随后针叶林高于草地, 而山石含量最低; 而在不同季节下的

不同植被环境中负离子含量又不尽相同, 春季灌杂树丛浓度明显高于其他植被, 夏、秋两季阔叶林释

放负离子的能力最强, 草地在夏季强于山石, 在秋季却达到最低. 周斌等[25] 在研究中发现, 空气负离子

浓度会受到林分种类和结构的影响; 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 结构林成分也决定着空气负离子的浓度水

平, 如空气负离子在乔灌混交林中的浓度要高于灌木林, 而在乔木林中的浓度最低. 空气负离子浓度

与垂直距离的对数在可接受的误差范围之内呈线性关系 , 外国学者 Kondrashova[26] 和 Richardson[27]

都通过对空气负离子浓度的观测和大量的数据统计得到了这一结论. 陈京京等 [28] 通过对北京北四环

道路边不同距离范围内空气负离子浓度监测, 发现离道路最近的位置负离子含量最低, 空气负离子浓

度随距道路中心的距离增大而增大, 在街边花园处达到最高值, 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城市中

植物数量与道路距离的分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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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选取上海中心城区的中山公园作为试验地点. 上海市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 是快速城市

化发展的代表, 位于 121.29°E, 31.14°N, 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 东濒东海, 南临杭州湾, 西接江苏、浙江

两省, 北界长江入海口, 总面积 6 340.5 km2, 常住人口 2 400 万. 中山公园坐落于上海市中心长宁区, 是

上海市典型城市公园的代表. 占地总面积达 21.42 hm2, 其中森林面积 11.86 hm2, 水体面积 1.22 hm2, 草

坪面积 3.69 hm2. 园内有成林分布的香樟、水杉、雪松等, 树木达 260 多个品种, 共计 30 000 多株. 经过

多年的培育和养护, 植物长势健康, 在公园内形成了不同的植物群落, 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试验样地. 

2    研究方法
 

2.1　负离子观测和植物群落的选择

本研究选择在中山公园内设置 9 个群落样地 A—I, 分布位置如图 1 所示, 其基本信息如表 1 所

示. 样地的选择按照随机均匀分布的原则, 同时依据样地所代表的不同植物群落结构 (主要考虑群落

优势种是乔木还是草本、乔木下层是否有灌木以及郁闭度大小等群落因素) 和环境特征 (主要考虑样

地附近是否有水体) 的典型性进行微调, 使样地具有代表性, 同时在园内均匀分布, 样地面积设置为

10 m × 10 m. 本研究在每个自然月的上半月 (1—5 日) 和下半月 (16—20 日), 选择晴朗微风的天气情

况, 对 9 个群落样地使用便携式负离子浓度监测仪连续观测 24 h, 共计 3 d, 负离子浓度检测范围为 0 ~

30 000 N/cm3, 每 30 s 记录一次负离子浓度数据, 同时记录实时温度 (± 0.1 ℃)、相对湿度 (± 2%), 并

以图 1 中中山公园生态监测站数据为基准进行校对. 同时, 为了有效探究负离子浓度与植物群落郁闭

度的关系, 在每个自然月实验中采用“样线法”分别测量 9 个样地当月的群落郁闭度值. 在矩形样地

中, 按两条对角线布设样线, 采用公式计算: 郁闭度 = 对角线上树冠冠幅总长/二对角线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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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山公园内样地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points in Zhongshan Park

  

2.2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7 年 4 月—2018 年 3 月共 1 年 12 个月的数据, 将得到的数据用 R 语

言 (V3.3.2 版) 剔除缺失和异常值, 过程如下.

(1) 手动筛选, 筛除因机器存储中断、故障引起的异常数据;

(2) 将每个数值与其前后数值进行对比, 若该值小于等于前后值的 3 倍或 1/3, 则舍弃之, 记录为 NA;

(3) 将连续 6 个或以上的相同数据值判定为异常值, 记录为 NA;

(4) 对小于等于 10 的数值进行插值计算, 以其前后各 1 min 的数据 (即前后 2 个数据) 取均值并取

整, 作为该时刻插值后数值;

(5) 赋值后再筛选, 将仍小于等于 10 的数值记录为 NA, 输出所有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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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后的数据以小时为单位进行均值处理 , 小时均值的计算方法为 : 对有效数据超过 1/3 h(即

40 条数据) 的时间的有效数据进行均值计算, 取整作为该小时的负离子浓度小时均值. 将所得数据进

行筛选, 在排除异常值、缺失值后整合到一起, 通过 Excel、SPSS 和 R studio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表 1    中山公园内样地基本信息

Tab. 1    Information on sample points in Zhongshan Park

样地 群落名称 主要植物 植被类型 群落结构 附近水体

A 公园大门
香樟 + 冬青卫矛(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 Euonymus japonicus Thunb.)
常绿阔叶林 乔 + 草 无

B 大门旁密林
香樟 + 黄杨(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

Buxus sinica (Rehd. et Wils.) Cheng)
常绿阔叶林 乔 + 灌 + 草 无

C 荷花池
冬青卫矛 + 杜鹃(Euonymus japonicus Thunb. +

Rhododendron simsii Planch.)
灌丛 乔 + 灌

距离静态水体池塘 5 m,

水面面积约 600 m2

D 乔灌草

中山柏 + 杨梅 + 散尾葵(Cupressus lusitanica ‘cultivar’

ZhongShanbai + Myrica rubra (Lour.) S. et Zucc. +

Chrysalidocarpus lutescens H. Wendl.)

常绿针阔混交林 乔 + 灌 + 草 无

E 小广场
杨梅 + 麦冬(Myrica rubra (Lour.) S. et Zucc. +

Ophiopogon japonicus (Linn. f.) Ker-Gawl.)
灌丛 乔 + 草

距离静态水体鸳鸯湖 8 m,

水面面积约 500 m2

F 音乐广场
香樟 + 鸡爪槭 + 黄杨(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

Acer palmatum Thunb. + Buxus sinica (Rehd. et Wils.) Cheng)
常绿阔叶林 稀乔 + 灌 + 草 无

G 八角亭
杨梅 + 鸡爪槭 + 黄菖蒲(Myrica rubra (Lour.) S. et Zucc. +

Acer palmatum Thunb. + Iris pseudacorus L.)
常绿阔叶林 乔 + 灌 + 草 无

H 水杉林
水杉 + 麦冬(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W. C. Cheng +

Ophiopogon japonicus (Linn. f.) Ker-Gawl.)
落叶针叶林 乔 + 草

距离静态水体 15 m,

水面面积约 70 m2

I 大草坪 沟叶结缕草(Zoysia matrella (L.) Merr.) 地被 草(空白对照) 无

注: 每样地所属群落范围为 10 m × 10 m 的样方, 面积为 100 m2.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植物群落内负离子浓度日变化

通过计算 9 个样地从 2017 年 4 月到 2018 年 3 月所有数据中每小时的均值, 得到不同空间下负离

子浓度在一天 24 h 内的差异变化,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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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9 个样地负离子浓度均值日变化图

Fig. 2    Daily variation of the average NAIC at nine sample points

如图 2 所示, 取小时均值在对数坐标轴中作图对比, 9 个样地在一天 24 h 内均值变化趋势相近.

一天中折线走势大多呈单峰形 , 即从早晨开始上升 , 10: 00 ~ 12: 00 维持较高浓度 , 到 15:00 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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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左右各样地间走势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整体来看, 9 个样地乔灌草日均值连线最低, 音乐广场最

高且波动最为显著, 各样地夜间负离子浓度均较低. 

3.2　各植物群落内负离子浓度月变化

以中山公园 9 个样地实验数据为基础, 通过计算 9 个样地每次实验的负离子浓度均值, 得到不同

空间下负离子浓度在不同月份的差异变化, 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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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9 个样地负离子浓度均值月变化图

Fig. 3    Monthly variation of the average NAIC at nine sample points
 

如图 3 所示, 除音乐广场和大草坪两点的负离子浓度在夏季波动较大外, 其余 7 个样地的负离子

浓度全年均在 100 ~ 600 N/cm3 间保持平稳波动. 9 个样地的负离子浓度在 7—10 月保持较高水平且

波动程度较大, 这可能是因为夏、秋季雨热充足植物枝繁叶茂, 光电效应等都有助于负离子的产生, 且

夏季天气变幻无常, 风雨雷电等都会导致负离子的陡增. 整体来看, 春、冬两季的负离子浓度较低, 波

动较小, 夏、秋两季浓度较高, 波动也较大. 

3.3　不同群落结构下负离子空间分布

根据 9 个样地不同的植物群落结构, 将其分为 4 组: 乔灌草 (B / D / G)、乔灌 (C / F)、乔草 (A /

H / E)、草 (I), 分别代表不同的群落层次. 将全年的数值统计分析, 作其日均值柱形图, 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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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群落结构负离子浓度日均值
Fig. 4    The daily mean of NAIC in different community structures

如图 4 所示, 4 种群落结构的负离子平均浓度为 308.25 N/cm3, 草结构的负离子浓度日均值最高

达到 366.22 N/cm3, 其次为乔灌和乔草, 乔灌草最低仅为 246.07 N/cm3. 由于草和乔灌结构的标准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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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线极大, 对 4 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得到 p = 0.036(< 0.05), 表明不同群落结构对负离子浓度没有

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查看群落结构对负离子浓度的作用, 对 4 组数据分析不同群落结构组负离子浓

度小时均值日变化, 结果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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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群落结构组负离子浓度小时均值日变化

Fig. 5    The mean daily variation of NAIC in different community structures
 

如图 5 所示, 除去草结构外, 不同群落结构下负离子浓度的日变化趋势相同, 呈现近单峰形, 从凌

晨 3:00 开始逐渐上升, 中午 12:00 左右达到峰值后开始降低, 在 19:00 左右达到谷值. 综合来看, 4 种

群落结构的负离子浓度在一天中的夜间保持较平稳状态, 白天呈规律性波动, 这可能与植物的光合作

用相关.

综上结果看来, 群落结构与负离子浓度的关系大致为草 > 乔灌 ≈ 乔草 > 乔灌草. 虽然植物群落

结构对负离子浓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会造成负离子变异性的差异. 乔灌与乔草结构对负离子浓度

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主要可能源于空气离子存在的寿命短, 并且可迁移的距离有限. 植物主要通过叶

片尖端放电效应产生空气负离子, 所以乔灌结构对 1.5 m 高度上的负离子浓度影响不比乔草明显. 群

落结构不同, 群落内部的植物光合作用强度和空气流通性也不一样, 通过测量遮挡冠层下的群落负离

子浓度, 发现其负离子浓度降低, 这可能与植物光合作用强度降低有关. 草结构层次单一, 负离子受环

境变化及人为干扰影响大, 且空气流通性高, 故负离子变异性较大且全天呈不规律波动. 

3.4　不同群落郁闭度下负离子空间分布

为进一步探讨负离子浓度与植物群落郁闭度的关系, 将 9 个样地测量的郁闭度与全年负离子浓度

日均值做统一线性回归 (见图 6(a)), 由图 6(a) 可以看到 r2 为 0.005 8, 负离子浓度和郁闭度之间并无显

著相关关系. 将郁闭度与全年负离子浓度均值的变异系数做进一步的线性拟合 (见图 6(b)), 由图 6(b)

可知 r2 为 0.034 1, 拟合程度相对更好, 可见负离子浓度变异系数与郁闭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即郁

闭度越高, 群落结构越稳定, 负离子浓度的变异系数越低. 为进一步探究植物生长季的变异系数与郁

闭度的关系, 挑选出白昼具有光合效用的 7:00 ~ 19:00 负离子浓度均值与郁闭度做进一步的拟合 (见

图 6(c)), 当将负离子浓度的筛选范围固定在全年 7:00 ~ 19:00 时, 由图 6(c) 可以看到 r2 为 0.082 9, 可

见负离子浓度的变异系数在植物具有光合作用的白天时段与郁闭度之间呈现更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 植物群落的郁闭度与负离子浓度无显著的相关性, 但与负离子浓度的变异系数呈现负

相关关系, 即低郁闭度条件下, 负离子浓度的变异性增强, 在高郁闭度的植物群落内, 负离子因叶片遮

挡 , 消散流通受到抑制 , 表现出负离子浓度的稳定性高 , 变异性小的特性 . 且在植物快速生长的

5—10 月和具有光合效应的白天, 植物与负离子浓度的变异系数相关性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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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负离子浓度与郁闭度回归图

Fig. 6    Regression diagram of annual NAIC and canopy density
 
 

3.5　不同水系下负离子浓度的变化

根据现有的研究, 群落中的动态水体, 如瀑布等对负离子的产生有积极影响 [29-31]. 中山公园的水系

皆以静态水为主, 如静态溪水、池塘、人工湖等. 为进一步研究静态水体对负离子浓度是否有影响, 选

取群落结构相似的荷花池 C 点 (静态池塘)、小广场 E 点 (无水) 为群落 i 型; 选取水杉林 H 点 (静态溪

水) 和公园大门 A 点 (无水) 为群落 ii 型, 对两个组别分别进行比较分析. 将各样地负离子浓度分类取

小时均值作日变化, 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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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水系组合中负离子浓度日变化图

Fig. 7    Daily mean of the mean peak NAIC in different water systems
 

图 7 中 4 组样地的日变化趋势相近, 除荷花池的负离子浓度在 4:00 出现了一个陡增点外, 其余都

从 0:00 到 10:00 逐步上升达到一个峰值, 之后出现下降趋势, 在傍晚 19:00 左右有小幅回升趋势. 将各

样地的负离子浓度分类取日均值作出柱形图, 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以看到, 在两类群落类型中 4 个样地间两两差距都较小, 对 i、ii 两组分别进行显著性检

验, 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别. 且两组群落类型中方差相近, 用 4 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在有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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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的条件下, 空气负离子浓度并无明显差异 (p < 0.05), 即静态水对植物群落附近的负离子浓度影

响较弱, 只有高速流动的水体, 如瀑布、暴雨等才能使得水分子裂解产生大量负离子.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负
离

子
浓

度
/(N

·c
m

−3
)

群落 i 型 群落 ii 型

283.46 268.31 284.25289.42有水
无水

图 8    不同水系组合中负离子浓度日均值图
Fig. 8    Daily mean of the mean NAIC in different water systems 

4    结论与讨论
 

4.1　城市公园植物群落内空气负离子变异格局

城市公园不同植物群落内空气负离子浓度的日变化走势大多呈单峰形, 即从早晨开始上升, 10:00 ~

12:00 维持较高的浓度, 到 15:00 下降. 丛菁等 [32] 在大连的研究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负离子浓度一天内

只出现一个波峰, 高峰值在上午, 低谷值在下午. 卓凌等 [5] 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负离子浓度

高峰值出现在清晨的 5:00 ~ 6:00, 低峰值出现在中午的 12:00 ~ 13:00, 1 天内只出现 1 个波峰. 在月变

化上, 城市公园植物群落内负离子浓度在 7—10 月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程度较大, 姚成胜[33] 在长沙岳

麓山进行的空气负离子浓度研究也发现, 夏、秋季的负离子浓度明显高于春、冬季节. 彭灿等 [14] 研究

结果表明, 植物群落负离子浓度在四季中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秋季、夏季、冬季、春季. 研究结果说

明, 植物群落负离子浓度的季节变化也会随环境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 

4.2　城市公园植物群落内负离子浓度的影响因素
 

4.2.1    不同群落结构的影响

不同群落结构样地间的负离子日均变化趋势存在显著性差异, 群落结构越复杂, 负离子变异性越

小. 群落结构与负离子浓度的关系大致为草 > 乔灌 ≈ 乔草 > 乔灌草, 除草坪采样点由于受光合作

用和人为活动干扰巨大以外, 本研究结果与吴志萍等 [34] 对清华大学 6 种城市绿地空气负离子浓度研

究结果类似. 

4.2.2    不同群落郁闭度的影响

负离子浓度和郁闭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这与朱春阳等 [35] 在北京城市带状绿地的研究结果

类似. 负离子浓度变异系数与郁闭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即郁闭度越高, 群落结构越稳定, 负离子浓度

的变异系数越低. 在植物快速生长的 5—10 月及具有光合效应的 7:00 ~ 19:00 间, 植物郁闭度与负离

子浓度变异系数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 

4.2.3    有无水系的影响

在有水和无水的条件下, 空气负离子浓度并无明显差异, 静态水体对负离子浓度的变异性影响效

果不显著. 王薇等 [36] 研究也表明, 动态水对负离子浓度的影响远远大于静态水, 水速流动量较小的溪

流对于负离子浓度影响范围很小.

综上所述, 负离子的空间变化规律与各个季节群落中优势树种的郁闭度及植物生长态势等息息

相关. 植物的群落结构及郁闭度对于负离子浓度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并且能直接通过影响负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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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性从而改变其空间分布格局.

本文首次将群落结构和郁闭度与负离子浓度及其变异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为负离子时空变异

格局提出了较为科学可靠的解释, 研究结果可为居民自主选择休闲健身时间和场所提供参考, 同时为

城市森林氧吧构建和城市森林经营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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